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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扶贫”可输出吗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张 原

摘 要 “中国式扶贫”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杠杆，采用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财政

补贴和开发式扶贫共同推进的模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减贫也具备这些特征：中

国以援助和投资并举的方式推动对外减贫，基础设施建设是对外减贫的主要领域，政府和国

有企业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采取多方资金参与的市场化方式推进合作开发。实证研究

表明，中国援助与投资总体上有助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但不同类型的援助和投

资具有不同的减贫效应，“中国式扶贫”的特征要素在对外合作减贫中仍能发挥作用。尽管如

此，援助和投资减贫的有效性与受援国及东道国的政府治理有效性、市场效率有关，在合作

减贫过程中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和市场制度建设是落后国家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脱贫的根本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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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0–2002 年绝对贫困
人口占比下降了 31%，2017 年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3.1%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对全世界人口的减贫贡献
率超过 70% [1]（P3-15）。中国在反贫困领域取得的成效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经验，并且近年
以来，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领域的合作减贫。2000 年开始的“中
非合作论坛”构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在经济援助、科教文卫和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减贫框架；2013 年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探索中国与欧亚各国间的合作开发机制，中国以粮食援助、工农业及贸易

发展、中小型减贫项目的方式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减贫；2015 年成立“中国—拉共体论
坛”，初步构建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多维合作减贫机制，覆盖了经济技术援助、基础

设施、产能合作、教育培训等领域。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减贫合作之外，中国也以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
议程”为契机，通过国际组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脱贫。2005 年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
家的援助和投资资金年均增长率超过 25%，目前中国的对外合作减贫已覆盖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
且以非洲、亚洲和拉美为主 ¬。这种通过援助和投资两种方式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工作，被认为是

“中国式扶贫”。尽管这种方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却很少有研究来定量分析“中国式扶贫”的

实际效果。因此，全面分析“中国式扶贫”的效果及其决定因素，不仅有利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发展中国家

的减贫工作，而且利于构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援助新模式。

¬ 依据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Aid Data，中国对外投资追踪数据 CGIT（Th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计算，下文未做特
殊说明的数据均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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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中国国内减贫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反贫困运动”[2]（P14-21），其成功经验也开始为其他发
展中国家及国际组织借鉴运用 [3] [4]（P83-90）。然而，在不断扩大的对外合作减贫中，“中国方案”是否
同样行之有效尚无定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尽管对外合作的诸多实践树立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负责

任大国”的形象，但是作为新兴的国际援助者和对外投资人，中国的对外减贫实践仍在探索和完善过程

中，“中国式扶贫”通过何种渠道向外输出？溢出效应有多高？中国经验能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学习和

复制？一系列问题均有待深入分析。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外研究者对“中国式扶贫”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中国国内的反贫困建立在整体

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采取政府财政与多渠道开发式扶贫相结合的模式，前者在降低贫困率的同时

有助于缓解不平等 [5]（P34-49）[6]（P103-49），后者通过产业开发、以工代赈等方式实现贫困群体就业
脱贫。中国减贫的渠道较为多元化，但并非所有的路径相互平行、齐头并进，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级较高，

并且从其内部来看，是从道路建设、水利、自来水和供电开始，扩展到通讯和住房等领域 [7]（P70-79），许
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减贫有积极作用 [8]（P14-24）[9]（P63-71）[10]（P42-49）[1]（P3-
15）。政府主导体制是“中国式扶贫”的重要特征，这种主导不仅体现在扶贫策略和政策制定，扶贫资源
的组织和动员 [11]（P55-63），也表现在扶贫资金的分配和扶贫项目的实施上 [12]。除此之外，借助市场力

量推进开发式扶贫也是中国减贫的重要经验，主要包括提供小额信贷、发展特色产业、组织劳务输出、公

私资本合作减贫以及资产收益扶贫等 [13]（P51-55）[14]（P78-84）[15]（P41-47），与政府主导的模式相比，
市场力量的参与更有助于激发扶贫对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对外合作减贫也具备“中国特色”，有别于传统的“北南援助”模式。传统

的国际减贫主要在援助框架中展开，先后经历了经济增长促进减贫（增长论）、国际贸易推动减贫（贸

促论）、能力发展促进减贫（能促论）和社会制度改革促进减贫（良治论）等理论 [16]（P277-316），随着
理论演进和援助有效性实证研究的深入 [17]（P1-27）[18]（P399-412），发达国家目前的对外援助资金较
多用于社会支出，并且会附带一些社会政治改革要求，由此构建的国际多边合作减贫体系表现为传统的

“垂直范式”，中国对其认同度和参与度不高。中国对已有的国际援助框架进行拓展，开辟了跨国投资、国

际贸易等多渠道合作融资方式。这种“水平范式”区别于“垂直范式”的最主要特征是包容性、互惠性和

自主性，将国内的减贫理念和经验平行传递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关注生产领域、

不附加其他政治条件等 [19]（P1205-1221）[20]（P67-76）[21]（P1950-1968）。
然而，由于目前中国国内仍处在扶贫攻坚阶段，中国倡导并实践的新型发展合作模式历程较短，对

外援助和投资也处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之中 [22]（P107-113），因此现有的文献主要研究中国与亚洲、非洲
局部地区的合作减贫，多从历史变迁、政策框架和总体规划的角度加以阐述 [23]（P26-39），少量实证研
究评估了中国对非洲和全球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 [24]（P1-33）[25]（P1-161）[26]（P24-33）以及中国对非
洲投资的减贫作用 [27]（P90-98），但主要从总量角度进行研究，并未说明中国对外合作减贫与传统模式
的主要区别，以及这些特质能否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学习。近期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和拉美国家等局部地区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 [28]（P111-125）[29]（P61-73），但对全球发展中国家
的整体状况的实证研究尚未展开。并且许多实证研究主要分析援助或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而实际上不

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一定都是“亲贫式”的 [30]（P14-16）[31]（P27-73），由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存在，默认
人均 GDP 水平上升就能够带来贫困问题的改善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实证偏误 [32]（P255-270）。

对此，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基于统计分析阐述“中国式扶贫”特征在对外合作减贫

中的表现，将过去单一的援助视角拓展到援助和投资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并分析援助和投资双向渠道如

何将中国扶贫的主要经验向外输出；其次，在实证研究上进行创新，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结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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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 2005–2014 年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不同类型中国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运用系统 GMM
回归方法，验证“中国式扶贫”特征在对外减贫中的实际作用；第三，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分析中国援

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是否存在差别化有效性，哪些外部因素会影响中国经验的移植，从而完整地勾勒出

“中国式扶贫”是什么，能否对外输出、如何对外输出以及是否有效等问题。

二、对外合作减贫中“中国式扶贫”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在对外经济合作中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领域的全

球减贫工作，不断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扶贫”模式。全面把握和认识中国对外合作中“中国

式扶贫”的基本特征，是评估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及投资减贫效应的基础。

（一）以援助和投资并举来推动中国对外合作减贫

“中国式扶贫”将财政转移支付和多渠道开发式扶贫相结合，前者主要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

员供养和受灾人员救助的社会救助及社会福利体系实现，涉及资金主要由财政负担；而后者则更关注贫

困群体的能力建设以投资代替转移支付，挖掘贫困地区或贫困群体潜在市场比较优势，实现自主减贫，

其资金、人员和技术来源也较为多样化。基于自身的经验，中国在对外合作减贫中也借助了国际援助和

投资开发双重途径。从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可以发现（图 1），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与投资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中国的对外合作减贫始于援助，但并不局限于传统救济模式，而是逐步向

投资和援助共同推进的方向发展。

图 1 生活费用低于 1.90美元的贫困人口比重 图 2 中国对各地区发展中国家援助和投资总量

（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构建中国对外合作减贫机制

“输血”和“造血”并举的减贫模式推进渠道较为多元化，但中国选择了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模式，

基础设施作为典型的正外部性公共物品，对拉动私人投资的作用十分关键，由此带来的就业岗位和收入

状况提升，能够促使投资环境改善，减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近年来中国在基建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

资源和经验，成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减贫的重要保障。从历史数据可发现（表 1），基础设施类
援助主要包括交通仓储、通讯、建筑、供水清洁、环境保护等，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 30% 以上，居于各
类援助之首，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基础设施类投资包括建筑、物流、轨道交通、航空、航运、水电和通信

等，比重不断上升，2013 年之后逐步接近 40%。无论是非洲、亚洲还是拉美发展中国家，中国基础设施类
援助和投资都占据了重要份额（图 2），可弥补欠发达国家公共产品不足和资本短缺问题。
（三）以政府主导构建中国对外合作减贫的核心力量

政府主导体制是“中国式扶贫”的重要特征，然而在对外合作减贫中，中国外援政策一贯奉行“不附

加条件”“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要求受援国以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交换减贫资金，更不要求他国

构建与中国相同的减贫模式；在对外投资领域则秉持“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跨国企业是合作开发

的主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外合作减贫不再具有政府主导特征呢？事实上，中国对外合作减贫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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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型援助和投资的占比（%）

时间段 基础设施 生产制造 科教人文 资源能源 商贸金融
债务、粮食、

紧急救援

政府和民间

组织

援助

2000∼2008年平均 28.08 22.68 1.07 32.72 1.34 0.72 13.54

2009∼2014年平均 34.96 28.51 0.29 28.96 4.23 0.30 2.75

2000∼2014年平均 30.83 25.01 0.76 31.22 2.58 0.55 9.23

投资

2005∼2012年平均 26.98 27.04 0.71 40.81 6.19

2013∼2017年平均 36.56 24.35 2.39 32.67 4.03

2005∼2017年平均 30.66 26.00 1.47 37.68 5.20

时间段 交通和仓储 通讯 建筑 供水和清洁 环境保护
其他基础

设施和服务

基础设

施援助

细分

2000∼2008年平均 56.04 21.72 9.71 4.96 0.20 7.54

2009∼2014年平均 64.72 10.17 13.24 3.06 0.21 8.64

2000∼2014年平均 59.51 17.10 11.12 4.20 0.21 7.98

时间段 建筑 物流 轨道交通 航空 航运 水电 通讯

基础设

施投资

细分

2005∼2012年平均 41.03 36.69 8.45 8.52 3.42 3.39 4.04

2013∼2017年平均 38.19 30.12 11.83 5.53 6.73 5.24 2.96

2005∼2017年平均 39.94 34.17 9.99 7.27 4.93 4.10 3.56

推进仍有赖于国内制度优势的发挥。无论是资金提供还是项目建设，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均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从 2004 年至 2014 年这 10 年间，中国援外企业中国企占比接近 70%，始终高于非国
企（图 3）。尽管中国援助并不附加额外条件，但政府主导模式对受助国的减贫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
影响，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在受援国独立执行或与中方合作开展的减贫项目中，以政府及国企为主导

的项目比重均超过 30%。除了制度惯性之外，产生这一现象的另一客观原因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
作减贫大多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出于投资回报率的考虑，私人资本一般不太青睐这类项目，因而政府

财政成为这类投资的重要支撑，国有企业则成为这类项目的执行主体。2002 年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出
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体为国有企业，占比接近九成，之后虽有降低，但目前仍占到 2/3；而同
期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国企比重下降了近 60%（图 4），说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具
“援助型”特征，也更需要国有资本的支持。

（四）以市场机制作为中国对外合作减贫的重要杠杆

引入市场机制增加扶贫筹资渠道和提升扶贫效率也是“中国式扶贫”重要特征，同样影响了中国的

对外合作减贫。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弘义融利”，义利并举恰当地体现了市场原则在合作减

贫中的运用。对外援助传统上主要指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下文称“ODA”），
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赠款、免息或极优惠贷款，这类资金通常不计经济回报，具有较强的公益

性，但出资国必须有较高的公共财政负担能力，因此很难在“南南合作”中推广。而广义的援助还包含其

他官方资金（Other Official Flows，下文称“OOF”），这些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优惠额度不如 ODA，援
助目标也非完全公益性，但由于出资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等渠道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提升

国际市场地位，因此资金获取面较广；同时，由于 OOF 主要用于混合型和商业类援助项目，因此有助于
激励受援者主动寻求脱贫机遇，防止“援助依赖症”的产生。在 2008 年之前，中国上述两类援助资金的
分化并不明显，此后 OOF、商业型和混合型援助比重迅速超过 ODA，市场化趋势显现（图 4）。在对外
投资领域，非国有企业投资总额的增长也体现了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出之后，

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一直远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尤其是在基础设施、资源能源、产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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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生产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后三项与非国企的差距从 2015 年开始明显缩小（图 5），私人资本
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趋势日趋显现。

图 3 中国援助及投资的不同类型企业占比 图 4 中国不同类型对外援助的占比

三、“中国式扶贫”的对外合作减贫效应

为了深入分析“中国式扶贫”的对外合作减贫效应，不仅要建立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分析模型，

而且要采集合理的数据，构建准确的分析指标，选择良好的模型估计方法，科学地评估和总结实证分析

的结果。

（一）中国对外合作减贫效应分析的计量模型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减贫包含了许多“中国式扶贫”的特征——借助援助和投资双重途径推
动对外减贫，政府和国有资本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积极引入多方资金参与的市场化方式，并且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向多领域推进，然而，其实际效果如何，则需要进行实证评估。接下来的计量模

型以 Gohou & Soumaré 和 Dreher 等学者的研究 [33]（P75-95）[21]（P1950-1968）为基础进行改进，构
建计量模型如下:

HDIit = µ+ α0AIDit + . . . + αT AIDit−T + β0FDIit + . . . + βT FDIit−T + θ
′
Xit + εit (1)

HDIit = µ+
M∑

m=1

(α0AIDm
it + . . . + αT AIDit)

m +
N∑

n=1

β0FDInit ++βT FDInit−T + θ
′
Xit + εit (2)

可选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下文称
“HDI”）作为衡量全球各国发展水平和贫困程度的主要指标，采用这一指标主要出于科学性、统一性、数
据质量及可得性的考虑。早期的研究通常使用收入、消费和收入贫困线等指标来衡量贫困 [34]（P1-37），
但由于其评估贫困的维度较为单一，因此存在一定的缺陷；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基于能力理论 [35]

（P5-45）构建的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下文称“MPI”）[36]

（P476-487）[37]（P143-156）逐渐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一测算并逐年公布各国 HDI，2010 年开始
同步测算更为科学的 MPI，但由于后者的样本量和时间跨度尚不足以支撑面板数据分析，因此笔者选
择 HDI 作为主要应变量。
中国援助（AIDit）及投资（FDIit）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HDIit）的影响通过模型（1）来估测，

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国家/地区和时间。控制变量（Xit）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人口比重、人均资本水
平、地理区位以及其他国家对其援助和投资净额等。由于可能存在的“贫困陷阱”和“时滞效应”，模型将

提前期的 HDI、援助和投资总量也纳入自变量。不同类型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则主要在模型（2）中
考察，两者的分类方法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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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对外合作减贫效应分析使用的数据

实证数据来自美国 Aid Data援助数据和 CGIT中国对外投资追踪数据，Aid Data包含了 2000—
2014 年中国对全球 141 个国家和地区五千多个援助项目，CGIT 包含了 2005 年以来中国对全球 151
个国家和地区近三千个投资项目；UNDP 提供了全球各国是人类发展指数（HDI）数据；世界银行数据
库则提供了全球援助和投资净额、人均资本形成额、农业人口比重等数据。将上述数据以国家为组别进

行匹配，获得 2005–2014 年 114 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约占 34.6%¬，基本统

计信息见表 2。

表 2 变量统计特征

分类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分类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国援助 (亿美元) 4.84 20.63 0.00 362.96 中国投资 (亿美元) 5.61 14.79 0.00 191.50

分类一
ODA类 0.57 2.83 0.00 60.51

分类一
国有企业 4.51 13.18 0.00 191.50

OOF类 3.50 18.73 0.00 341.53 非国有企业 1.09 4.43 0.00 69.90

分类二

发展型 1.87 9.53 0.00 197.93

分类二

工程合同 2.90 8.94 0.00 136.00

商业型 1.28 11.82 0.00 255.00 绿地投资 0.90 4.35 0.00 69.90

混合型 1.69 11.98 0.00 341.53 其他直接投资 0.92 5.94 0.00 132.90

分类三

基础设施 1.47 7.48 0.00 138.33

分类三

基础设施 1.26 5.87 0.00 112.40

资源能源 1.27 8.81 0.00 250.44 资源能源 1.73 8.31 0.00 188.40

生产制造 1.26 10.80 0.00 278.84 生产制造 1.24 4.74 0.00 69.90

商贸金融 0.16 1.68 0.00 30.00 商贸金融 0.21 2.04 0.00 56.00

科教人文 0.02 0.20 0.00 5.00 科教人文 0.06 0.56 0.00 11.00

政府/民间组织 0.12 1.73 0.00 60.00 产能合作 1.89 6.48 0.00 86.50

粮食及物资 0.02 0.29 0.00 8.89 全球投资净额 (亿美元) 29.09 78.34 -119.21 1011.58

分类四

非债务类贷款 4.11 18.47 0.00 317.96 全球援助净额 (亿美元) 6.16 11.44 -9.41 220.57

债务重置 0.05 1.61 0.00 60.00
公共制

度有效

性 GCI

(指数)

整体 3.60 0.73 1.80 5.97

债务减免 0.01 0.02 0.00 0.55 道德与腐败 3.06 0.90 1.44 6.32

拨款 0.10 0.38 0.00 8.11 不恰当影响力 3.21 0.83 1.30 6.24

奖学金和培训 0.00 0.01 0.00 0.07 政府效率 3.44 0.64 1.57 5.29

独立技术 0.01 0.02 0.00 0.33 国家安全 4.53 0.80 2.58 6.50

出口信贷 0.35 2.94 0.00 62.51
市场效率

GCI(指数)

产品市场 4.02 0.49 2.78 5.58

战略供应商 0.03 0.09 0.00 3.25 劳动力市场 4.16 0.46 2.55 5.29

未分类 0.21 4.41 0.00 140.00 资本市场 3.91 0.69 1.95 6.02

HDI(指数) 613.66 148.11 118.00 918.84
基础设施水平

GCI(指数)
3.26 0.94 1.54 6.30

从 HDI 的趋势可知，2000 年以来中国及其援助和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均有所改善（图 6），
按照 HDI 年均增长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改善速度最快，接下来依次为亚洲、非洲、拉美和其他地
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的 HDI 增长速度高于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2005 年之前，中国 HDI 值高
于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均值，但低于拉美和其他地区，到 2005 年已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到
2015 年则已超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拉美均值持平。
（三）中国对外合作减贫效应分析的结果

系统 GMM 回归结果表明（表 3），中国援助与投资总量的增加能够提升发展中国家的 HDI 水平，
全球其他国家投资净额也存在相似的作用，但全球援助净额的作用并不显著。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
一路”倡议，并以此为契机积极对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因此，回归模型以 2013 年为时

¬ 笔者界定及统计的“一带一路”概念主要指“沿线国家”，依据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 2015 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基本地理路线，以及不在上述地理区域，但是已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其他国（截至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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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差额 图 6 中国及其援助和投资的发展中国家 HDI趋势

间点、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地域构建相应的哑变量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援助的减贫效应在

2013 年前后并没有显著差异，而投资的减贫效应在 2013 年之后有显著提升，并且这一效应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并无显著差异。这一方面可能源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侧重经贸合作，其

中对外投资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发的主要载体，因此其减贫效应会随着倡议的提出而发生

变化，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也涉及对外援助的内容，但相较投资而言，其战略规划及合作框架目前并无

重大突破 ¬，因而援助的减贫效应暂未表现出显著的时间差异；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作为开放包容的

发展倡议，并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而中国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并不突出表

现在“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而是涉及所有具备合作减贫意愿的发展中国家，以地区哑变量交叉项

进行的检验同样验证了方程（5）的结论，中国援助、投资与亚洲、非洲、拉美、中东和太平洋国家的交叉
项均不显著，中国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并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域偏向性。

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表 4），其他官方资金（OOF）和官方发展援助（ODA）两类援助资金
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比较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 ODA 分布集中于紧急救援、人道主义物
资类援助等几种类型，规模不大，随机性较强，尽管它有助于降低受援国短时期、突发性的贫困，但是持

续减贫效果有限。与之相反，OOF 总体规模较大，并且广泛分布于生产、贸易和资源开发领域，可能更
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也反映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援助项目具

有不同的减贫效应：发展型援助的减贫效应不明显，而商业型和混合型援助的减贫效应反而更显著，在

援助过程中引入市场化机制可能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自主脱贫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减贫效果。

表 3 GMM回归结果（一）
分类 HDI:方程 1 HDI:方程 2 HDI:方程 3 HDI:方程 4 HDI:方程 5

中国援助 (t)
0.110**
(2.15)

0.130***
(2.63)

0.132**
(2.05)

0.133**
(2.06)

0.176*
(1.48)

中国援助 (t)×2013 年后
-0.021
(-0.21)

0.042
(0.22)

中国援助 (t)×2013 年后 ×
“一带一路”国家

-0.074
(-0.36)

中国援助 (t)× 亚洲国家
0.032
(0.19)

中国援助 (t)× 非洲国家
-0.113
(-0.73)

中国援助 (t)× 拉美国家
-0.044
(-0.25)

中国援助 (t)× 中东国家
-0.075
(-0.50)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就被比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将其与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地区的援助行为进行比较，然而两者所处时代背景、

合作理念、核心目标与推动国的经济实力等特征明显不同，因此存在本质区别 [38]（P196-201）[39]（P88-99）。2014 年 11 月，商务部颁布了
中国在对外援助管理方面的第一个综合性部门规章《对外援助管理办法》，2017 年 2 月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
实施意见》，相比对外投资而言，中国援助体系的变化较为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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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 (t)× 太平洋国家
0.619
(0.11)

中国投资 (t)
0.165**
(2.22)

0.172***
(2.56)

0.108*
(1.48)

0.109*
(1.49)

0.568*
(1.51)

中国投资 (t)×2013 年后
0.316**
(2.13)

0.330*
(1.60)

中国投资 (t)×2013 年后 ×
“一带一路”国家

-0.035
(-0.14)

中国投资 (t)× 亚洲国家
-0.438
(-1.13)

中国投资 (t)× 非洲国家
-0.314
(-0.80)

中国投资 (t)× 拉美国家
-0.370
(-0.92)

中国投资 (t)× 中东国家
-0.463
(-1.15)

中国投资 (t)× 太平洋国家
-4.894
(-1.44)

中国援助 (t-1)
-0.074
(-1.48)

中国投资 (t-1)
0.063
(0.95)

中国援助 (t-2)
0.038
(0.75)

中国投资 (t-2)
0.038
(0.58)

全球援助净额 (t)
0.081
(0.62)

0.119
(1.33)

0.114
(1.28)

0.115
(1.29)

0.114
(1.27)

全球投资净额 (t)
0.077**
(2.08)

0.030**
(1.94)

0.028*
(1.78)

0.027*
(1.69)

0.028*
(1.73)

全球援助净额 (t-1)
0.029
(0.20)

全球投资净额 (t-1)
-0.063
(-1.39)

全球援助净额 (t-2)
-0.014
(-0.11)

全球投资净额 (t-2)
0.010
(0.31)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27.566***
(5.79)

28.796***
(6.30)

28.672***
(6.28)

28.517***
(6.22)

29.414***
(6.26)

F 检验核计量 1069.49*** 2125.12*** 1743.34*** 1472.81*** 1002.15***
Sargan 检验统计量 2.745 1.997 0.957 0.983 1.750
样本量 1120 1140 1140 1140 1140

注：*、** 和 ***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回归结果也表明不同援助领域的减贫效果并不相同，基础设施类及科教人文类援助的减贫效应较

为显著，基础设施类援助目前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居于首位，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生活和生产硬件设施

缺乏而造成的长期贫困问题，科教人文类援助的比重虽然相对较低，但由于其更加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积

累人力资本，因此持续减贫效果明显。而资源能源、生产制造、商贸金融、政府和民间组织、粮食及非粮

食类物资援助与 HDI 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原因来自多方面，中国在资源能源、生产制造和商贸金融
领域的援助可能更多考虑合作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援助带来的国际市场地位拓展，与相关受助国

的需求契合度有待提升；而直接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进行的援助，如果没有加以合理监督和有

效利用，在受援国政府和社会治理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寻租和腐败现象，对真正困难群体

的帮助较为有限；粮食和非粮食类物资较多用于紧急援助、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在援助过程中以物资分

配方式消耗，并不直接形成减贫资本积累。

进一步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投资纳入回归方程（表 4），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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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效应存在差异，国有资本的效果更显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核心领域为基础设施建设，私人资本在

该领域的投资规模较小，而在资源能源、生产制造和商贸金融等领域的投资则逐步超过国有企业，但是

表 4 GMM回归结果（二）
分类 HDI:方程 1 HDI:方程 2 HDI:方程 3 HDI:方程 4 HDI:方程 5 HDI:方程 6 HDI:方程 7

中国援助 (t)
0.130***
(2.63)

0.121***
(2.44)

0.131***
(2.62)

分类一

ODA 类
0.062
(0.16)

OOF 类
0.146***
(2.64)

未分类
0.034
(0.19)

分类二

发展型
0.108
(1.00)

商业型
0.154*
(1.58)

混合型
0.129*
(1.67)

分类三

基础设施
0.255**
(1.91)

资源能源
0.085
(0.47)

生产制造
0.111
(1.20)

商贸金融
-0.085
(-0.13)

科教人文
1.991*
(1.45)

政府/社会组织
2.517
(0.58)

粮食及物资
-1.510
(-0.47)

分类四

非债务类贷款
0.171***
(2.89)

债务重置
14.937***
(3.95)

债务减免
-4.009
(-0.49)

拨款
7.046***
(2.82)

奖学金和培训
3.351*
(1.57)

独立技术
-26.584
(-0.42)

出口信贷
-0.412
(-1.19)

战略供应商
-2.152
(-1.21)

未分类
0.022
(0.11)

中国投资 (t)
0.173***
(2.58)

0.171***
(2.56)

0.170***
(2.51)

0.170***
(2.56)

分类一
国有企业

0.173**
(2.33)

非国有企业
0.163
(0.74)

分类二

工程合同
0.294***
(2.72)

绿地投资
0.335*
(1.54)

其他直接投资
0.127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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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三

基础设施
0.190*
(1.40)

资源能源
0.102
(0.87)

生产制造
-0.090
(-0.32)

商贸金融
0.151
(0.33)

科教人文
3.918**
(1.93)

产能合作
0.251
(1.15)

全球援助净额 (t)
0.123
(1.37)

0.120
(1.34)

0.115
(1.29)

0.104
(1.17)

0.119
(1.33)

0.100
(1.11)

0.121
(1.35)

全球投资净额 (t)
0.029**
(1.90)

0.029*
(1.86)

0.029*
(1.81)

0.035**
(2.26)

0.030**
(1.92)

0.029*
(1.85)

0.032**
(2.04)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29.051***
(6.31)

28.820***
(6.28)

28.099***
(6.11)

27.601***
(6.00)

28.800***
(6.30)

28.515***
(6.24)

29.064***
(6.31)

F 检验统计量 1736.34*** 1735.81*** 1272.75*** 1150.50*** 1910.92*** 1742.31*** 1364.21***
Sargan 检验统计量 2.179 2.069 1.885 1.871 2.010 0.640 1.611

样本量 1140 1140 1140 1140 1140 1140 1140

注：*、** 和 ***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由于其投资目的地多为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因此私人投资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

上述状况同样反映在投资类型的差异上，中国工程合同类投资和绿地投资额的上升均有助于提高

东道国 HDI，而其他类型的直接投资则并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多数工程
合同类投资为基建项目，倾向于援建社会经济开发程度不高的国家，绿地投资多为新建项目投资，具有

更高的经济乘数效应，因此两者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他直接投资的构成较为复杂，其中的棕地投资

以并购东道国现有企业为主，通常只涉及产权转移，新增资本较少，商业类投资则常常选择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因此与减贫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基础设施和科教人文类投资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

与援助存在相似性。

四、“中国式扶贫”对外合作减贫效应的差异化

“中国式扶贫”的对外减贫效应具有很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受中国对外援助类型和中国投资

方式的影响，而且受援国社会治理特征和已有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对外合作的减

贫效应，必须考查不同受援国的异质性。

（一）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中国援助和投资具有较为显著的减贫效应，表明以政府和国有资本为主导，多方资金参与和市场

化开发为杠杆，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减贫，能够发挥“中国式扶贫”的正向溢出

效应，使中国减贫成果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然而，这仅从援助实施主体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式扶贫”可

以通过援助和投资途径输出，但这一减贫模式能否真正植入并产生持续效果则与受援国自身的社会治

理特征和已有的经济基础水平直接相关。政府主导体制能否推动减贫与一国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直接挂

钩，在腐败盛行、政府效率低下的国家，外来援助和投资可能由于“良治”缺失反而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

不均和低收入人群被剥夺，对减贫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以市场为基础的多元化开发机制则受到一国

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经济垄断、贸易壁垒、税制不合理等问题导致产品市场低

效，使得市场化的产业扶贫机制无法有效启动；工作意愿缺乏、劳动力素质低下、工作激励扭曲等问题导

致劳动力市场低效率，使得外来援助和投资反而助长受助国的资金依赖症，无法有效建立自主的、可持

续的减贫机制；而货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则体现了资本市场效率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市场化的扶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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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配置，也会对减贫效果产生影响。

对于上述问题，接下来采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40]（P345-368）[41]（P121-134），将衡量不同发
展中国家政府治理有效性、市场效率和已有基础设施水平的一系列指数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援助和投资

分别作为主变量构建回归方程：

HDIit = α0 + α1ADIit(GCIit ≤ γ) + α2ADIit(CGIit > γ) + vθ
′
Xit + εit (3)

HDIit = α0 + α1FDIit(GCIit ≤ γ) + α2FDIit(CGIit > γ) + vθ
′
Xit + εit (4)

政府治理有效性、市场效率和已有基础设施水平的衡量指数来自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
rum，下文称“WEF”）的全球竞争力指数（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下文称“GCI”），其中政
府治理有效性主要考察道德与腐败、不恰当影响力、政府效率和国家安全等内容，市场效率包含产品市

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效率，各 GCI 越高，相应的社会治理制度越优、市场效率越高。γ 为待估计的
GCI 门槛值，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回归方程（1）和（2）相似。因此通过回归方程（3）和（4）的分析可以
观察在不同政府治理水平、市场效率和基础设施水平下，中国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是否存在差异，由

此可分析“中国式扶贫”能否为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所学习和复制，上述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 2 后半部分。
（二）回归结果

门槛回归结果表明（表 5 和表 6），政府治理有效性在门槛值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援助及投
资的减贫效应较为显著，在道德与腐败程度较低、政府不恰当影响力较小、政府效率和国家安全度较高

的国家，中国援助和投资总量的上升有助于提高 HDI 水平，对于援助而言，相应的 GCI 门槛值分别为
3.18、3.29、3.09 和 4.89，对于投资而言，相应的 GCI 门槛值分别为 2.83、1.42、1.87 和 2.90，相对投资而
言，援助减贫的有效发挥要求更高的政府治理能力，在低于门槛值的国家，援助和投资带来的减贫作用

不显著或相对较低。这表明中国的援助和投资尽管能够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发展水平，但是需要在合作开

发国政府本身具有一定公共治理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够产生作用，政府主导体制是中国国内扶贫取得成

功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模式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扶贫政策制定、资金分配使用以及扶贫项目实施

中都具有较高的组织动员能力、政策执行效率和自我约束能力，对于那些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式扶贫”的可复制性相对较低。

从市场效率的角度来看，在产品市场效率较高的国家，中国援助和投资能够带来较显著的减贫效

应，门槛值分别为 3.88 和 4.19，在低于门槛值的国家，援助的减贫作用不明显，投资的减贫效应仍然存
在，但与 HDI 的相关系数有所下降。产品市场效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存在生产资源垄断、市场分
割、税制不合理、开业经营成本高昂等问题，国内贫困人口通过小规模生产、个体经营和基础产业发展实

现自我减贫的阻力较大，市场机制对减贫的作用不显著；对于外国投资而言，交易成本高昂、投资回报不

确定和经营风险较大等问题往往导致产品市场效率低下的国家较难成为合意的东道国。相较于投资而

言，对外援助尽管较少考虑产品市场效率因素，但是商业型和混合型援助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

两者均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在劳动力市场效率较高的国家，中国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显著，门槛

值分别为 4.66 和 2.85，在低于门槛值的国家，投资的减贫效应不明显，援助的减贫效应仍然存在，但系
数值显著下降。劳动力市场效率较低的国家往往存在工作意愿和劳动参与率较低、职业素质缺乏、收入

分配制度不合理和劳资合作关系欠佳等问题，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进入这些国家的跨国投资人都会

面临较高的劳动力管理和培训成本、劳资协调和冲突问题，影响投资效率；对外援助的减贫效应大小也

与受援国的劳动力市场效率相关，尤其是对于开发式扶贫而言，受援国劳动力市场微观主体的自我能力

提升意识、劳动意愿和工作努力程度直接关系到减贫项目的实施成效，从援助的回归系数即可发现，在

劳动力市场效率门槛值以上的国家估计值约为 2.10，而在门槛值以下的国家则下降至 0.12。以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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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效率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则发现援助与 HDI 之间的门槛效应不显著，资本市场效率并不影响援助
的减贫效应；而投资的表现则有所不同，在资本市场效率高于门槛值 4.43 的国家，中国投资具有较为显
著的减贫效应，而在低于门槛值的国家，投资与 HDI之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
来自两方面：对外援助资金主要由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非债务类贷款、财政拨款、出口信贷、债务减免及

重置等资金构成，外援项目资金基本来自中方，即使是商业型和混合型援助项目，也不涉及在受援国本

地再融资的问题，因此受援国资本市场效率并不直接影响中国援助；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不

仅包括援助型投资，也包括商业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混搭型投资，虽然其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中国，但后

续资金来源较为复杂，尤其在投资和经营期较长的项目中，很可能涉及东道国本地融资，因而东道国资

本市场效率会影响这类投资项目的运作效率，从而进一步影响减贫效果。

表 5 门槛回归结果（一）

自变量
应变量 HDI:

HDI:方程 1~5 HDI:方程 6~8 方程 9

门槛变量 (qx)
政府治理有效性 市场效率 已有基础

设施水平整体 道德与腐败 不恰当影响力 政府效率 国家安全 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 资本市场

门槛值 (r) 3.738 3.18 3.289 3.085 4.887 3.875 4.662 3.485 3.702

中国援助 (t)(qx≤r) 0.052 0.062 0.059 0.019 0.069 -0.033 0.120* 0.056 0.115*

(0.82) (1.01) (0.93) (0.27) (1.14) (-0.36) (1.86) (0.78) (1.56)

中国援助 (t)(qx＞ r) 0.363** 0.516** 0.296* 0.235** 0.909** 0.167** 2.098* 0.142 0.004

(1.96) (1.96) (1.60) (2.19) (2.17) (2.13) (1.57) (1.35) (0.05)

中国投资 (t) 0.218** 0.215** 0.217** 0.213** 0.207** 0.220** 0.198** 0.211** 0.201***

(2.39) (2.37) (2.38) (2.35) (2.27) (2.42) (2.17) (2.31) (2.56)

中国援助 (t-1) -0.039 -0.041 -0.04 -0.036 -0.051 -0.034 -0.034 -0.038 -0.066

(-0.64) (-0.68) (-0.66) (-0.60) (-0.85) (-0.57) (-0.57) (-0.64) (-1.16)

中国投资 (t-1) 0.154* 0.148* 0.156* 0.163** 0.148* 0.162** 0.148* 0.150* 0.141*

(1.86) (1.78) (1.88) (1.97) (1.78) (1.95) (1.78) (1.81) (1.87)

中国援助 (t-2) 0.06 0.067 0.061 0.064 0.064 0.064 0.065 0.065 0.041

(0.98) (1.10) (1.01) (1.05) (1.05) (1.05) (1.07) (1.08) (0.71)

中国投资 (t-2) 0.179** 0.174** 0.176** 0.179** 0.168** 0.171** 0.175** 0.173** 0.143*

(2.13) (2.08) (2.10) (2.14) (2.01) (2.05) (2.09) (2.06) (1.87)

全球援助净额 (t) 0.143 0.143 0.145 0.153 0.139 0.152 0.14 0.151 0.168

(0.81) (0.81) (0.82) (0.87) (0.79) (0.87) (0.80) (0.86) (1.03)

全球投资净额 (t) 0.048* 0.054* 0.048* 0.049* 0.052* 0.054* 0.049* 0.049* 0.051*

(1.49) (1.68) (1.51) (1.54) (1.63) (1.68) (1.53) (1.53) (1.78)

全球援助净额 (t-1) 0.053 0.056 0.055 0.059 0.065 0.06 0.068 0.063 0.055

(0.29) (0.31) (0.30) (0.32) (0.36) (0.33) (0.37) (0.34) (0.32)

全球投资净额 (t-1) -0.019 -0.017 -0.018 -0.02 -0.017 -0.018 -0.004 -0.015 -0.015

(-0.56) (-0.52) (-0.54) (-0.59) (-0.50) (-0.54) (-0.11) (-0.45) (-0.48)

全球援助净额 (t-2) 0.113 0.114 0.113 0.114 0.105 0.113 0.107 0.113 0.061

(0.67) (0.68) (0.67) (0.67) (0.62) (0.67) (0.63) (0.67) (0.38)

全球投资净额 (t-2) 0.045* 0.04 0.045* 0.047* 0.044 0.045* 0.037 0.043 0.049*

(1.42) (1.28) (1.42) (1.49) (1.41) (1.44) (1.16) (1.35) (1.69)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280.210*** 280.347*** 280.346*** 280.166*** 280.100*** 280.741*** 279.517*** 280.503*** 241.444***

(17.34) (17.36) (17.35) (17.34) (17.35) (17.38) (17.31) (17.35) (17.64)

R2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F检验 40.55*** 40.57*** 40.45*** 40.58*** 40.67*** 40.58*** 38.64*** 40.36*** 55.95***

样本量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注：*、**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效率与中国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之间的关系表明，尽管中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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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通过援助和投资双向渠道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但是“中国式扶贫”的特征之一——市场机制作用
发挥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通过市场机制提高扶贫资金运作效率、激发贫困人口参与自我减贫是中国

国内扶贫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一模式能否成功对外“嫁接”，则与不同发展国家的基本市场制度

的构建及其有效运转直接相关，资本市场效率会影响投资减贫的效果，而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效率则

会同时影响投资和援助的减贫效应，在市场发育不足、效率低下的欠发达国家，“中国式扶贫”很可能出

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门槛回归结果还表明，发展中国家已有的基础设施水平也会对中国援助及投资的减贫效应产生影

响，将提前期的基础设施水平 GCI作为门槛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在低于门槛值 3.70的国家，

表 6 门槛回归结果（二）

自变量
应变量 HDI:

HDI:方程 1~5 HDI:方程 6~8 方程 9

门槛变量 (qx)
政府治理有效性 市场效率 已有基础

设施水平整体 道德与腐败 不恰当影响力 政府效率 国家安全 产品市场 劳动力市场 资本市场

门槛值 (r) 1.988 2.825 1.418 1.869 2.895 4.189 2.846 4.43 1.632

中国投资 (t)(qx≤r) 0.067 0.151* 0.067 0.065 0.064 0.203** 0.065 0.025 0.07

(0.44) (1.53) (0.44) (0.43) (0.45) (2.07) (0.42) (0.15) (0.46)

中国投资 (t)(qx＞ r) 0.285*** 0.469*** 0.285*** 0.286*** 0.301*** 0.262* 0.284*** 0.283*** 0.283***

(2.62) (2.60) (2.62) (2.62) (2.70) (1.45) (2.61) (2.73) (2.60)

中国援助 (t) 0.076* 0.079* 0.076* 0.076* 0.075* 0.083* 0.075* 0.081* 0.076*

(1.45) (1.41) (1.45) (1.44) (1.44) (1.47) (1.43) (1.44) (1.425)

中国援助 (t-1) -0.045 -0.035 -0.045 -0.045 -0.042 -0.042 -0.045 -0.044 -0.044

(-0.76) (-0.59) (-0.76) (-0.76) (-0.71) (-0.71) (-0.75) (-0.73) (-0.74)

中国投资 (t-1) 0.143* 0.150* 0.143* 0.143* 0.148* 0.153* 0.143* 0.161** 0.141*

(1.71) (1.81) (1.71) (1.71) (1.78) (1.84) (1.71) (1.94) (1.69)

中国援助 (t-2) 0.062 0.053 0.062 0.062 0.06 0.065 0.062 0.072 0.063

(1.01) (0.87) (1.01) (1.02) (0.99) (1.06) (1.02) (1.18) (1.03)

中国投资 (t-2) 0.167** 0.172** 0.167** 0.167** 0.176** 0.170** 0.166** 0.163** 0.166**

(1.99) (2.06) (1.99) (1.99) (2.11) (2.04) (1.99) (1.94) (1.99)

全球援助净额 (t) 0.145 0.152 0.145 0.145 0.146 0.145 0.145 0.157 0.145

(0.83) (0.86) (0.83) (0.83) (0.83) (0.82) (0.83) (0.90) (0.83)

全球投资净额 (t) 0.050* 0.052* 0.050* 0.050* 0.049* 0.050* 0.050* 0.047* 0.049*

(1.55) (1.62) (1.55) (1.55) (1.52) (1.55) (1.55) (1.48) (1.55)

全球援助净额 (t-1) 0.067 0.064 0.067 0.067 0.063 0.063 0.067 0.068 0.068

(0.37) (0.35) (0.37) (0.37) (0.34) (0.35) (0.37) (0.37) (0.37)

全球投资净额 (t-1) -0.015 -0.026 -0.015 -0.015 -0.015 -0.017 -0.015 -0.017 -0.015

(-0.45) (-0.77) (-0.45) (-0.45) (-0.46) (-0.49) (-0.45) (-0.50) (-0.45)

全球援助净额 (t-2) 0.095 0.108 0.095 0.094 0.099 0.11 0.095 0.135 0.095

(0.56) (0.64) (0.56) (0.56) (0.59) (0.65) (0.56) (0.80) (0.56)

全球投资净额 (t-2) 0.042 0.045* 0.042 0.042 0.041 0.045* 0.042 0.052* 0.042

(1.33) (1.44) (1.33) (1.32) (1.30) (1.43) (1.33) (1.62) (1.33)

其他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常数项 280.853*** 280.715*** 280.853*** 280.852*** 280.679*** 280.601*** 280.792*** 280.107*** 280.847***

(17.38) (17.38) (17.38) (17.38) (17.37) (17.35) (17.37) (17.33) (17.37)

R2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F检验 40.45*** 40.56*** 40.45*** 40.45*** 40.49*** 40.33*** 40.45*** 40.49*** 40.44***

样本量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850

注：*、**和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中国援助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而高于门槛值的国家则不具有显著性；而投资则恰好相反，在高于门槛

值 1.63的国家，中国投资的减贫效应显著，反之则不显著。这一现象的成因可能来自两方面：相比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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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而言，跨国投资选择区位时会更多考虑东道国已有的交通、通讯、物流、电力和水利设施状况能否承

接相关产业的发展，即使是基础设施类的投资项目，也很少选择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极差或开发潜力低下

的地区；而援建项目的选取则主要考虑援助国需求，已有基础设施水平越低的国家，其援助需求反而越

高，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则逐步转向投资推进经济增长，对于外部援助的依赖性

相对下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构建开发式减贫机制是“中国式扶贫”的重要特征，然而从上述门槛

回归结果可知：其减贫效应的发挥也需要一定条件，对于基础设施极不健全的欠发达国家，很难完

全依赖投资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而更需要援助作为起点；对于基础设施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发展中

国家，援助的减贫作用会逐步弱化，因而需要按照国别和发展阶段动态调整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领域，

借助其先导作用拓展跟进其他减贫方式，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式扶贫”的综合效果。

五、结论及启示

综上可知，“中国式扶贫”对外合作减贫效应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中国的援助与投资总量和 HDI之
间存在正向关系，援助与投资整体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减贫，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其次，不同类型

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果有所差别，较为显著的包括其他官方资金、混合型、商业型援助、基础设施和科教

人文类援助，工程合同类投资、绿地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和科教人文类投资，“中国式扶贫”的

特征要素在对外合作减贫中仍能发挥作用；第三，尽管援助和投资整体上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但

两者的有效性与援助对象和投资东道国的政府治理、市场效率及已有的基础设施水平有关，在不同门槛

值上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援助与投资的作用效果显著性或作用大小存在差异，“中国式扶贫”的有效输

出需要一定的社会市场条件，在合作减贫过程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市场效率是落后国家实现脱贫的

根本途径。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减贫未来应深化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完善援助和投资相结合的多渠道合作融资模式，推动国际合作减贫向“精准扶贫”方向迈进。

中国对外合作减贫的主要途径是援助和投资并举，但我国新时期经济援外制度和企业“走出去”战略尚

未成熟，未来中国需进一步厘清援助和投资的功能边界，规划两者在全球不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减贫中的

定位和布局，提升中国对外合作减贫的有效性，不断增强中国国际事务的治理能力。

其次，综合运用基础设施减贫与其他减贫方式，加强中国在国际援助及投资合作中的“软实力”。基

础设施援助及投资是中国推动对外合作减贫的主要方式，从实际效果来看，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民生改善

产生了十分显著的作用。然而，基建工程项目往往投资数额高、建设周期长、用工规模大、生态影响复杂，

更容易触及投资风险和国际争议；而技术合作、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能促型”项目也具有显著的减贫

效应且风险相对较低，但目前所占份额较小。从中长期发展来看，中国应当逐步降低基础设施项目的增

长速度，提高“能促型”减贫项目的比重，提升对外合作减贫的“软实力”。

第三，协调政府、市场和国际多边组织在合作减贫中的关系，构建弘义融利、开放包容的对外合作减

贫体系。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减贫中担当主要角色，商业及混合型项目的减贫作用也较为显著，

但是随着对外合作减贫规模和领域的不断扩大，仅依靠一国政府和国内资金推动国际化减贫十分有限，

而是需要在更大的市场和国际范围内动员和使用减贫资源。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妥善处理不同来源减贫

资金的“利”、“义”关系，另一方面要改变过去重双边、轻多边的减贫思维，与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亚

洲、非洲和美洲开发银行等在内的国际多边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对话沟通，积极协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开发组织与已有多边治理体系的关系，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

合作减贫体系。

第四，加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市场制度规范性，提升减贫的

可持续性。“中国式扶贫”的有效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援国和东道国的政府治理有效性、产品、劳

动力和资本市场效率。因而，局限于资金、技术和物资往来的援助和投资并不是实现持续减贫的充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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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国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反腐败合作和执政能力交流，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制度效率，

规范市场体系建设，推动更加持续有效的合作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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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be Exported?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a’s Assistance and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Zhang Yuan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Abstract The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as the leadership,
market as the leve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s the guide has manifested these features in the outside world:
China contributes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the way of assistance and FDI with the main
force of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akes the various social financing channels as an impor-
tant market-oriented way, and also takes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s the major area of poverty reducti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2005–2014 shows that China’s assistance and FDI help to reduce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assistance and FDI generate differen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OOF, com-
mercial and mixed assistance, infrastructure, science, education and other humanities’assistance, and FDI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gineering contracts, green land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and healthy in-
vestment have significan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still
play a important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lthough China’s assistance and FDI
can help to reduce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whole, its effect is related to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ystem, market system and the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level of the recipient and host countries.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shows that China’s assistance and FDI can help other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ir development level,
but they are invalid for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poor efficiency
in goods market, labor market and capital market, therefore the expor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is conditional.

Key words eff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foreign assistance; FDI;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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